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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从最低工资制度确立以来，经济学界围绕其经济效应在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上都存在很大
的分歧。依据不同假设建立的理论模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判断，经验结果也随着微观数据库的完善和计
量方法的发展而存在差异。最低工资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底层劳动者的收入，我们在劳动榨取模型的基
础上，建立了一个最低工资收入效应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采
用无条件分位回归方法进行的经验分析发现，中国最低工资的不断调整显著地提高了底层劳动者的收入，
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年轻人和女性从最低工资的提高中获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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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１８９４年新西兰颁布第一部最低工资法
以来，截至２０１２年，世界上已有１００多个国家
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在我国，最低工资制度伴
随着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而逐渐得到确

立。１９９３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 《企业最低
工资规定》，正式确立了最低工资制度在我国的
法律效力，２００３年修订实行新的 《最低工资规
定》，进一步扩大了适用范围，并提出各地区
“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的新要求。

尽管最低工资制度在我国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某些学者却将它形容成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 “祸

根”［１］。最低工资制度通过影响工资水平和劳动

需求来影响收入。中国的低端劳动力高度同质，

从横向和纵向看都具有很强的流动性［２］，且存在

严重的超时劳动现象。［３］最低工资现已成为我国
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标准工资，小时工资率偏低使
得加班成为底层劳动者的刚性需求［４］，这意味着
最低工资对我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将主要体

现在平均劳动时间上，而不是就业率上。［５］即使
最低工资的提高减少了企业对劳动的需求，也并
不必然意味着一部分人的长期失业，因此，仅仅
考察最低工资水平对就业率／失业率的影响是不
够的，还应考虑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特殊性，重
视收入效应问题。那么，最低工资制度能够提高
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吗？本文拟从理论和经验两个

方面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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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低工资制度的收入效应：
理论分歧和经验差异

　　从理论上探讨最低工资制度的收入效应，必
然要以就业效应作为分析的中间环节，针对最低
工资制度对就业冲击提出的假设各不相同是各个

经济学派的主要区别，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存
在较大分歧。这样，判断某一具体情况下最低工
资制度的收入效应，必须从具体的实际情况出
发，依赖于经验研究。

（一）最低工资制度：理论分歧
最低工资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

他提出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认为它应
该 “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
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大卫·李嘉图修
正了斯密 “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的
说法［６］（Ｐ６２），将劳动的自然价格定义为 “让劳动者
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

必需的价格”。虽然他默认劳动的市场价格在短期
内可以随意地偏离其自然价格，回避了人道标准
问题，但长期来看，“劳动的市场价格不论能和其
自然价格有多大的背离，它也还是和其他商品一
样，具有符合自然价格的倾向”。［７］（Ｐ７７－７８）约翰·穆
勒折中地提出：“竞争是工资的主要调节者，习惯
和个人的性格只起修正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也
比较小。”［８］（Ｐ３８０）但是斯密等人认为没有必要对工资
进行立法限制，因为工资似乎天然有一个界限，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即使最低级劳动者的普通
工资，似也不能减到这一定标准之下”。［９］（Ｐ６２）而
基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建立起来的拉萨尔工资

铁律则完全在工资与人口的双向互动关系中讨论

工资决定问题，把资本与劳动者数量之比的变动
说成是实际工资变动的唯一原因。其经典论述
是：“劳动人民所以贫困，只是因为他们数量众
多。”［１０］（Ｐ２６７）工资突破了它的最低限度，只反映劳
动者之间的对立， “一个不能养家糊口而结婚的
劳动者，在某些方面可说是他所有劳动伙伴的敌
人”。［１１］（Ｐ３４）虽然马歇尔认识到 “体力劳动者作为
一个阶级，在议价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凡有这
种不利的地方，它的影响也极易流传于后世”，
并提出 “劳动者在议价方面的不利有两种积累性

的效果：它降低他的工资；而工资的降低，如我
们所知道的，又降低他的工作效率；从而降低他
劳动的正常价值。此外，它减少他作为一个议价
者的效率，因此，使他以低于它的正常价值的价
格出卖他的劳动的机会也有所增加”。但他还是
主要使用 “剪刀”模型来分析劳动力市场，建立
了一个供求均衡工资理论。 “任何工人例如皮鞋
厂的工人的工资，有等于他的劳动纯产品的趋
势。但工资并不是由该纯产品决定的；因为纯产
品，如各种边际使用上的其他机遇一样，和价值
一道都是由需求和供给的一般关系来决定

的”。［１２］（Ｐ２３７、２１０）在供求均衡工资理论的基础上，克
拉克引入边际理论，进一步指出： “我们用劳动
所能创造的产量，是由一个最后单位的纯粹劳
动，对原有劳动的产量所增加的部分来决定的。
最后生产力支配工资。”“劳动力和商品一样，也
是受着边际估价规律的支配。”［１３］（Ｐ１３５）斯蒂格勒认
为，在完全竞争市场，工资只能等于边际劳动生
产率。此时劳动强度和管理创新都因竞争而接近
极限，工资提升难以激发足够的生产潜能来弥补
相应的成本增加，因而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只能迫
使市场淘汰部分低效劳动者，使其彻底失业。当
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垄断时，工资会被压低至边
际生产率以下，最低工资制度能够削弱企业的垄
断势力，在保证就业的情况下提高工资。［１４］巴斯
卡尔和涂进一步分析了买方垄断竞争的情形，证
明了最低工资制度可以淘汰落后产能，逼迫僵尸
企业退出，而最终的就业量如何变化取决于企业
间竞争的激烈程度。［１５］尽管理论上存在这种可
能，现实中却常常难以满足这些特殊假设，斯蒂
格勒正是据此否定了最低工资制度。
一些非正统经济学者从 “剪刀”模型出发，

质疑了劳动力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假设，进而在
最低工资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夏皮罗和斯
蒂格利茨在不完全信息框架下论证了凯恩斯提出

的非自愿失业和工资刚性之所以存在是由效率工

资造成的。他们假定生产效率受工人努力程度的
影响，将其与工资水平挂钩，说明在完全竞争市
场上企业也有动力偏离充分就业条件下的边际生

产率，支付高工资。［１６］雷比策和泰勒将该假定应
用到最低工资制度的分析中，证明了当监管成本
是雇佣规模的增函数时，企业自主选择的工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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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是次优的，最低工资的强制实施可以实现帕累
托改善。［１７］斯洛尼姆斯基和斯科特假设经济中存
在着劳动力供求不匹配，也得到类似的结论。［１８］

与效率工资分析的路径不同，莱斯特对制造业企
业的管理层进行问卷调查时发现，尽管雇佣成本
是这些企业生产总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企
业雇佣量的最主要因素却不是工资水平，而是市
场对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１９］德拉戈认为劳
动密集型企业可以利用计件工资很好地调控生产

过程，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所有失业均视为监管乏
力的结果，他反过来提出非自愿失业是企业自觉
选择用来加强控制权的手段之一。［２０］卡恩和慕克
吉关注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认为劳动力市场不
同于其他产品市场，它的价格 （工资）变动会对
宏观经济产生比一般商品的价格变动大得多的影

响，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最低工资制度可以提
高有效需求，减少非自愿失业。［２１］如果其他条件
不变，就会产生工资与就业、工资与利润相互促
进的良性循环，出现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２２］

马克思不仅批判了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基础

的拉萨尔工资铁律，还论证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必要性。尽管马克思承认工
资与生育率、死亡率之间存在双向互动，但他认
为这种抽象的自然人口规律不是影响劳动力市场

的唯一机制，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占主导
因素的机制。工资主要受资本积累而不是人口波
动的影响，这是因为工人家庭在劳动力市场上面
对着一种残酷的自然必然性，工资率越低，个人
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就必须工作越长时间，
并要求更多的家庭成员加入劳动力大军。劳动力
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价格直接关系到劳动者能
否活下去，“对于资本家来说，同工人竞争，只是
利润问题，对工人来说，则是生存问题”［２３］（Ｐ６４３）。
因此，资本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是压倒性的，不
仅劳动力需求由资本决定，在生存压力下，劳动
力供给也极大地受资本影响。不论是斯密等人还
是后来的马歇尔，都或多或少地察觉到劳动者相
对于资本的从属地位，但他们忽视了其重要性，
也没有认识到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并不是纯粹的

个体经济问题。从工人的角度看，工资一旦突破
其最低限度，他们将不得不在更恶劣的条件下增
加工作时间，或者患上饥饿病，或者未老先衰。

其家庭成员也将遭受同样的痛苦，最终带来不可
逆转的劳动退化。从资本的角度看，在没有其他
约束的情况下，单个资本家可以为一己私利毫不
犹豫地将工资压低到生理上的绝对最低限度，但
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而言，这种对工人的掠夺性
使用具有不可持续性，在长期会提高所有人的用
工成本，产生巨大的负外部性，最终威胁到其存
在和不断扩张的根基。在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中，
最低工资制度与工作日立法相辅相成［２４］（Ｐ１６０－１６１），
二者紧密相连的背后是劳动力价值与劳动价格之

间的复杂互动。平均而言，劳动价格等于劳动力
日价值除以工作日小时数，即使日工资在名义上
增加，对应的劳动价格也可能不变甚至下降。正
常工作日内劳动价格的下降会促使劳动者更加渴

望加班带来的额外报酬， “劳动价格的低廉在这
里起了刺激劳动时间延长的作用”［２５］（Ｐ６２９），而工
作日的延长又会反过来加剧工人之间的竞争，进
一步迫使劳动价格和日工资同时下降。它作为生
产过程中成本控制的重要一环会被资本之间的竞

争固定下来，最终产生就业不足的危机， “使最
惊人的过度劳动同相对的或完全的失业互相交

替”［２６］（Ｐ６２７），这不仅以牺牲劳动者及其家庭的未
来为代价，也会使单个资本家饱受恶性价格竞争
之苦。因此，工资决定和工作日长度都不能完全
交给市场，如果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尚没有意识
到这一点，那么， “为了 ‘抵御’折磨他们的毒
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
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
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
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２７］（Ｐ３４９）马
克思由此建构起自己的最低工资学说，论证了最
低工资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合理性。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
的兴起，里奇等发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论
述了企业压低工资的新策略———利用歧视和分而
治之 （Ｄｉｖｉｄｅ－ａｎｄ－Ｃｏｎｑｕｅｒ）将劳动者原子化，
破坏其联合。［２８］他们认为，特殊群体 （年轻人、
女性等）滞留在二级市场，不仅是因为个人禀赋
的影响，还取决于社会结构。［２９］除此之外，普拉
施和赛斯关注了劳动者的相对议价能力，认为当
存在非自愿失业时，工资将由求职者中保留工资
的最低额决定，而不是边际生产率。［３０］公平的劳

—６５—



动力市场无法自发形成，底层劳动者的福利需要
政府来保障。叶静怡等把劳动者采取社会运动导
致市场停摆的可能性引入分析框架，提出在一定
条件下，最低工资可以通过改善劳资关系，使劳
动者和企业都受益，实现社会的帕累托改善。［３１］

为了使劳动者能够 “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
生活，积极地参与市民事务”［３２］，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来，美国一些激进政治经济学者发起了生存
工资运动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ａｇ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呼吁地方
政府将部分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提高至生存工资的

水平。这一运动首先在巴尔的摩，接着在纽约
市、新泽西市等十几个大城市取得成功，到

２００７年，已有约１４０个市政府受其影响出台了
生存工资法案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ａｇｅ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ｓ）。［３３］针
对实行生存工资是否会提高经济发展的成本负担

这一问题，波林等人对新奥尔良市和圣菲市的情
况进行了经验分析。他们发现将当地最低工资水
平上调２０％，各企业的经营成本只会增加１％左
右。面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些企业最可能采
取的应对措施是调整价格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
极少会裁员和搬迁。［３４］赫希等研究乔治亚和阿拉
巴马的快餐厅，也提出类似的 “最低工资调整渠
道”理论。［３５］

另一些学者将最低工资制度与政治权力联系

起来。例如，索贝尔回顾了美国联邦最低工资的
几次调整之后发现，利益集团模型对这一历史轨
迹的解释力强于反贫困模型，由此他得出结论：
最低工资主要受政治而非经济力量的影响。［３６］克
鲁格曼在评论沃尔玛提高最低工资的决策时指

出，惠及最低工资提高的底层劳动者并不面临着
海外的竞争，美国某一州提高最低工资后与其邻
州相比，并没有出现就业的负面影响，因此正统
经济学假定提高最低工资对就业有巨大负面影响

的观点没有任何合理之处。低薪作为企业的一种
政治选择同样能被社会力量和政治权力加以改

变，最低工资的适度提高所导致的正收入效应可
以选择性地被政府利用来给中产阶级注入活力，
缩小贫富差距并带来空前的繁荣。［３７］

综上，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对最低工
资制度的经济效应的理论阐述，由于初始假定不
同，存在很大的理论分歧。那么，在大多数国家
已经确立了最低工资制度的条件下，提高最低工

资及其提高程度是否对底层劳动者产生影响，就
需要对不同国家、地区和行业进行具体的经验
分析。

（二）最低工资制度：经验差异
随着调查数据质量的提高和计量方法的发

展，最低工资制度的经验研究也呈现出显著的阶
段性差异，早期的结论甚至研究方法都可能被推
翻。新最低工资研究 （Ｎｅｗ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正是在否定２０世纪中后期使用时间序列
分析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使用面板数据
进行经验研究已成为共识，但目前关于计量方法
的争论仍在继续。
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始终是最热门的研究

课题，很多学者并不单独分析最低工资的收入
效应，而是将其纳入就业效应的框架一并讨论。
其中有一部分研究发现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接

近于零，而收入效应为正。卡特和克鲁格使用
估值模拟法发现最低工资提高对就业没有显著

负影响，但是可大幅 提高底层劳动者的 收
入。［３８］（Ｐ２８５）杜布等将准自然实验的思想扩展到毗
邻乡镇，发现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最低工资对就业的
影响不显著，并提出之前的研究之所以发现显
著的负就业效应，只是因为它们未考虑空间异
质性问题。［３９］杜布进一步分析了１９９０—２０１２年
的家庭收入，也得出最低工资制度对它有正向
作用的结论。［４０］

另一些研究发现最低工资的收入效应为正，
就业效应却为负。伯克豪泽等使用同样的数据再
现出卡特和克鲁格的模拟结果后，利用收入需求
比数据替换原文使用的收入数据，发现底层劳动
者的福利并没有因为最低工资的提高而得到明显

改善，最低工资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４１］美国国
会预算委员会最新的最低工资分析报告预测，如
果联邦最低工资于２０１３年提高至１０．１０美元／小
时，会使接近１０％的劳动者享受到超过３００亿美
元的收入增加，平均而言，每个贫困家庭的收入
会因此增加３００美元左右，但同时美国的就业率
也会降低０．３％。［４２］

还有一些研究得出了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均

为负的经验结果。林内曼通过估算工资结构分析
了１９４７年美国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的颁布对就业
和收入的影响，认为最低工资制度会大幅增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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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量并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时长，其中女性和非工
会成员的收入会显著降低。［４３］诺依曼等构建了最
低工资的面板数据考虑年度和州立固定效应，发
现１９７３—１９８９年间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加了。［４４］

他们对林内曼的模型设定做了一些调整，分析

１９７９—１９９７年的情况进一步得出负收入效应。［４５］

萨比亚考察１９９２—２００５年单亲妈妈的福利变化，
发现她们中的中高端劳动者未受最低工资制度的

影响，而低端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收入都显著减
少了。［４６］

一些学者运用荟萃分析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方法，识别出现有的最低工资就业弹性的估值存
在严重的发表偏倚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卡特和
克鲁格最早在最低工资领域运用该理论。他们汇
总了１９８１年之前发表的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法估
算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１５篇论文，发现这些论
文中回归得到的ｔ值与对应样本量的平方根负相
关。尽管其中很多论文估算出的弹性值都为负，
但是数据质量较高的文献却未发现明显的负就业

效应。［４７］根据误差大小对１９７２—２００７年间发表
的文献中估算的弹性值进行权重调整之后，道科
利格斯和史丹利发现最准确的弹性值几乎都集中

在零附近。［４８］莱纳德等分析英国的最新进展，亦
得出类似的结论。［４９］杜布在对比了１２篇讨论最
低工资对收入和收入分布的影响的论文之后，也
认为估算出收入关于最低工资的弹性值为负的论

文所对应的估计误差普遍偏大。［５０］虽然存在着各
种正、反和中立的研究结果，最近美国最低工资
研究委员会的成员贝克托尔德在回顾新最低工资

研究的成果时认为，与３０年前相比，当前的研
究在计量方法和数据质量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

步，但基本结论却并未改变，最低工资对就业仍
然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估算
的准确度参差不齐。［５１］

国内的经验研究同样存在不同的结果。丁守
海考察２００８年修订的 《劳动合同法》的交互影
响［５２］，马双等使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制造业企业报
表数据［５３］，方涛和林树明使用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１６
个省份的市级面板数据［５４］，都发现最低工资的
提高会增加失业，但马双等还观察到微弱的正收
入效应；罗小兰分析农民工群体，得出１９９４—

２００５年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依地域和行业的

不同而不同，正负效应都存在［５５］；孙中伟和舒
玢玢分析２０１０年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面板数据
则发现，最低工资使农民工的工资显著增加［５６］；
贾朋和张世伟利用双重差分法进行的分析发现，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最低工资的提高使女性就业率下
降，但是她们的平均劳动时间并没有显著变化，
男性的平均劳动时间甚至显著增加。［５７］王湘红和
汪根松也利用双重差分法，得出２００４年各省市
最低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使底层劳动者的收入显

著减少的结论。［５８］

二、最低工资制度的收入效应：
一个政治经济学模型

　　依据马克思对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鲍尔斯
指出，与市场中通行的交换不同的是，雇主将劳
动时间转化为生产性劳动是一种榨取过程。［５９］我
们以鲍尔斯的劳动榨取模型为基础，建立一个分
析最低工资收入效应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将微观
决策建立在劳动支出函数之上，该函数的大致形
状已在人体工程学 （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中通过生理学
实验得到验证。［６０］我们还引入底层劳动者所特有
的生存工资概念，考察其劳动决策受生存需求的
影响情况。

（一）基准模型
假设企业的产出由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劳

动者的劳动时长和劳动强度共同决定，那么企业
的生产函数Ｑ 是：

Ｑ＝ｑｅＨ （１）
其中，Ｈ 是企业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时长，ｑ表示
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ｅ表示单位时间内的劳动
支出，即劳动强度，它受劳动者的个人偏好、企
业的监管能力和社会制度环境的影响。假设其他
条件不变，只考虑企业提供的工资激励ｗｃ（工资
超过劳动者被解雇的期望收入的部分）对劳动强
度ｅ的影响。工资激励越高，劳动者自愿选择的
劳动强度就越大，但劳动强度的增长率随着ｗｃ
的提高而单调递减，即劳动强度关于工资激励的
一阶偏导大于零，二阶偏导小于零。令最低劳动
强度为ｅ０， 则ｅ和ｗｃ 可以表示为：

ｅ＝ｅ（ｗｃ，ｅ０） （２）

ｗｃ＝ｗ－［θ·ｗａ＋（１－θ）·ｗ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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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ｗ 表示单位时间对应的工资率，θ表示就业
率。解雇后的期望收入等于工人再找到另一份工作
所能得到的收入ｗａ 与社会失业保险ｗｕ 的概率和。

假设ｗｕ 给定。均衡时，ｗａ ＝ ｗ。 易知，
ｄｅ
ｄｗ ＝

ｅ
ｗｃ

ｄｗｃ
ｄｗ ＞０，不考虑固定资本投入，企业的生

产成本等于支付的劳工成本，企业的利润函数π
可写为：

π＝Ｑ－ｗＨ ＝（ｑｅ－ｗ）Ｈ （４）
设总劳动供给ＬＳ 是潜在劳动者的规模Ｎ、

保留工资ｗ０ 的函数，则

ＬＳ＝∑
Ｎ

ｉ＝１１（ｗ ＞ｗ
０
ｉ）·ｌ　Ｓｉ（ｗ） （５）

ｌ　Ｓｉ（ｗ）＝ｍｉｎ
ｙ
ｗ
，ｈ｛ ｝ （６）

其中，１（ｗ ＞ｗ０
ｉ）为工资的指示函数，ｌ　Ｓｉ（ｗ）是

劳动者ｉ的劳动供给函数。对劳动者ｉ来说，小
时工资率ｗ 越低，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ｙ，
“自愿”工作的时间就越长，但考虑到工作日的
生理界限，个人能提供的劳动时间以ｈ为上限。

１（ｗ ＞ｗ０
ｉ）是ｗ 的单调非减函数，ｌ　Ｓｉ（ｗ）是ｗ

的单调非增函数，因此，随着工资的提高，总劳
动供给既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长期中，各参数

ｗ０
ｉ 、Ｎ 和ｙ也可能随着工资的变化而变化。
企业会根据社会的实际需求调整生产规模。

记企业预期市场的有效需求为ＱＤ， 假设市场是
完全竞争的，单个企业无法左右市场需求，均衡
时，单个企业占据的市场份额记为α。
根据公式 （１），该市场对劳动时间的需求将为：

ＨＤ ＝ＱＤ／ｑｅ （７）
假设劳动者是同质的，则就业率θ为：

θ＝ＨＤ／ＬＳ （８）
式 （５）说明劳动力的供给受企业影响，式

（７）说明劳动力的需求由企业决定。因此， “资
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
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 ‘游离’工人来扩
大工人的供给”［６１］（Ｐ７３７）。此外，劳动力的供需也
受资本有机构成和人口的影响，在模型中表现为

ｑ和Ｎ 等参数发生变化。
就业率θ关于小时工资率ｗ 求导，可得：

ｄθ
ｄｗ＝－

１
ＬＳ
ＱＤ

ｑｅ２
ｄｅ
ｄｗ＋

ＨＤ

ＬＳ
ｄ　ＬＳ

ｄｗ（ ） （９）

其中，

ｄ　ＬＳ

ｄｗ ＝∑
Ｎ

ｉ＝１１（ｗ ＞ｗ
０
ｉ）·

ｄｌ　Ｓｉ（ｗ）
ｄｗ

＝∑
Ｎ

ｉ＝１１（ｗ ＞ｗ
０
ｉ）·ｍｉｎ－

ｙ
ｗ２
，０｛ ｝
（１０）

式 （９）中的第一项始终为正。由式 （１０）
知，式 （９）中的第二项小于等于零，因此就业
率关于小时工资率的偏导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或零。也就是说，小时工资率提高对就业率的影
响存在多种可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这里我们主要关注收入效应，从而将劳动强

度ｅ进一步简化为：

ｅ＝ｅ（ｗ） （２′）
劳动强度与小时工资率之间的关系见图１。

图１　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影响

在一定时期内，企业通过控制工资水平实现
利润最大化。结合式 （４）和式 （７），其决策过
程可表示为：

ｍａｘｗπ＝αＱＤ　１－
ｗ
ｑｅ（ ） （１１）

其中，ｗ ＜ｑｅ。 问题可进一步简化为：ｍａｘ
ｗ

ｅ
ｗ
，

从而，企业选择的最优工资水平就是图１中切线
对应的ｗ＊。 它满足的条件是：

ｄｅ
ｄｗ ｗ＝ｗ＊

＝
ｅ＊

ｗ＊
（１２）

（二）最低工资的收入效应的动态分析
假设最低工资水平为ｗ，且ｗ＞ｗ＊ ＞ｗ０。

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了小时工资率，会促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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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更努力工作，减少企业对超时劳动的需求。这
会改变劳动收入，进而改变社会的整体消费能
力。［６２］（Ｐ１２４－１５７）长期的超时劳动又会使劳动者的体
力、反应灵敏度或操作精确度下降，改变社会平
均生产率［６３］，而最低工资制度能通过超时劳动
来影响这一劳动退化过程。以上三个方面可简称
为最低工资的短期、中长期和长期政策效应，下
面依次对其进行分析。

１．短期政策效应
随着最低工资制度的确立和不断调整，企业

会相应地改变生产管理策略，影响劳动者的劳动
强度函数。鲍尔斯的劳动榨取模型讨论了监管投
入通过加强企业对劳动过程的监测和控制能力间

接调控劳动者的劳动强度的过程，认为企业的监
管投入和劳动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
因此最低工资制度带来的小时工资率提高除了具

有收入效应之外，也会产生替代效应。① 下面我
们从比较静态的角度分析这一情况。
当ｅ（ｗ）不随最低工资的提高而改变时，因为

ｅ＊／ｗ＊ 是ｅ（ｗ）／ｗ的最大值，显然有ｅ１／ｗ＜ｅ＊／

ｗ＊。当ｅ（ｗ）曲线随着ｗ 的增加而下移时，显然
也有ｅ１／ｗ＜ｅ＊／ｗ＊。如图１所示，当ｅ（ｗ）随着
最低工资的提出而出现上移时，ｅ１／ｗ＜ｅ＊／ｗ＊ 的

关系仍成立。图１中用虚线表示的劳动强度曲线

ｅ槇（ｗ）与射线 ｅ
ｗ＊ ＝

ｅ＊

ｗ＊ 和ｗ＝ｗ 三线交于一点。

当ｅ（ｗ）恰好上移至ｅ槇（ｗ）时，最低工资对应的ｅ槇１／

ｗ＝ｅ＊／ｗ＊。 只要新的劳动强度曲线ｅ′（ｗ）在

ｅ槇（ｗ）下方，则均有ｅ′１／ｗ＜ｅ＊／ｗ＊。此时，

ｙ＝ｗ　ＨＤ ＝ＱＤ·ｗ
ｑｅ

（１３）

当ＱＤ 不变时，易知，ｙ（ｗ）＞ｙ（ｗ＊）。 而

ＱＤ 保持不变的条件是没有企业因为最低工资的

实施而退出市场。

在短期，由于π（ｗ）＝αＱＤ　１－
ｗ
ｑｅ（ ）， 则

π（ｗ）＜π（ｗ＊）， 企业利润会因最低工资的实施
而减少。尽管不考虑固定资本的投入，企业仍需
预付一定数量的可变资本。当利润减少至平均利

润以下，即π（ｗ）＜αｗ　ＨＤｒ时，劳动成本的提
高会迫使企业退出市场。其中，ｒ为社会中的平
均利润率。因此，只要

π（ｗ）≥αｒ·ｗ　ＨＤ （１４）

企业都将选择继续生产。从而可知，当式 （１４）

成立时，劳动者的收入因最低工资的实施而提高
了。将式 （７）和式 （１１）代入，式 （１４）可进
一步简化为：

ｅ′
ｗ ≥

１＋ｒ
ｑ

（１５）

将式 （１５）取到等号的最低工资水平记为

ｗ＊， 如图２所示，可得到如下结论：在短期
内，当法定最低工资水平ｗ 小于合理上界ｗ＊

时，最低工资制度的确立和不断调整将提高劳动
者的收入。

图２　最低工资的合理界限

２．中长期政策效应
在中长期内，随着劳动者收入的改善，企业

预期的有效需求ＱＤ 会随着ｗ 的提高而增加，即

ＱＤ

ｗ ＞０。 劳动者收入ｙ关于工资率求导：

ｄｙ
ｄｗ＝

ＱＤ

ｑｅ
１－

ｗ
ｅ
ｄｅ
ｄｗ（ ）＋ｗｑｅＱ

Ｄ

ｗ
（１６）

其中，第一项为最低工资的短期收入效应，第二
项为最低工资的中长期收入效应。中长期收入效
应为正，而当式 （１２）成立时，由式 （１２）和劳

—０６—

①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生产率还随同劳动的节约而增长。这种节约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节约，而且还包括一切无用劳
动的免除。”“由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而获得的追加劳动，没有不变资本部分的相应增加，也能够增加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６０５、６９６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动强度函数关于工资的二阶导数小于零可知，短
期收入效应也为正。利润函数π 关于工资率求
导，有：

ｄπ
ｄｗ＝α

ｗ　ＱＤ

ｑ　ｅ２
ｄｅ
ｄｗ－

ｅ
ｗ（ ）＋α（１－ｗｑｅ）Ｑ

Ｄ

ｗ
（１７）

当ｗ＝ｗ＊ 时，上式的第一项等于０，因而
当ｗ＝ｗ时，第一项必为负。但是，第二项大于

０，只要它足够大，就有可能出现 ｄπｄｗ ｗ＝ｗ
＞０

的情况。由此可知：在中长期内，当法定最低工
资水平ｗ 小于合理上界ｗ＊ 且式 （１７）大于０
时，最低工资政策既能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也能
提高企业的利润。

３．长期政策效应
在长期中，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ｑ也表现为

ｗ 的函数。当工资率偏低导致超时劳动普遍存在
时，劳动者的工作效率会逐年降低，它表现为ｑ
随ｗ 的增加而上升。［６４］当工资率偏高导致工时普
遍不足时，则既可能限制劳动者通过熟能生巧实
现技能积累［６５］，也可能促使企业减少在职培训
来控制成本［６６］，从而使ｑ 随ｗ 的增加而下降。
因此，从全局来看，ｑ（ｗ）的形状类似于开口向
下的二次曲线，先上升后下降。考虑到中国当前
底层劳动力市场入职门槛低且广泛存在超时劳动

现象，这里只考虑向上倾斜的部分，即ｑ ＝
ｑ（ｗ），ｄｑ／ｄｗ ＞０。 在本模型中，它意味着最
低工资制度可以通过提高小时工资率，减少劳动
者对超时劳动的需求，从而避免他们因健康问题
过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有助于提高社会平均劳
动生产率。① 劳动者收入ｙ关于工资率求导：

ｄｙ
ｄｗ＝

ＱＤ

ｑｅ
１－
ｗ
ｅ
ｄｅ
ｄｗ（ ）＋ｗｑｅＱ

Ｄ

ｗ －
ｗ　ＱＤ

ｑ２ｅ
ｄｑ
ｄｗ
（１８）

尽管式 （１８）中第三项为长期收入效应，一
般为负，但考虑到当ｗ 提高时，人们的总劳动
年限会随着劳动退化过程的缓和而相应延长，他
们在整个工作生涯中获得的总收入还是会提高，
因此最低工资在生命周期意义上仍存在正的长期

收入效应。［６７］利润函数π关于工资率求导，有：

ｄπ
ｄｗ＝α

ｗ　ＱＤ

ｑ　ｅ２
ｄｅ
ｄｗ－

ｅ
ｗ（ ）＋α１－ｗｑｅ（ ）ＱＤｗ ＋

α
ＱＤ

ｑ２ｅ
ｄｑ
ｄｗ

（１９）

与式 （１７）相比，式 （１９）中增加的第三项
为正数。相较于中长期，企业获得的利润也增加
了。劳动者和企业都获益，经济因最低工资制度
实现了帕累托改善。从而有：在长期内，当法定

最低工资水平ｗ小于合理上界ｗ＊ 且式 （１９）大
于０时，最低工资政策既能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也能提高企业的利润，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劳
动者的劳动退化过程，延长他们的工作年限，使
经济实现帕累托改善。

三、最低工资制度的收入效应：基于
无条件分位回归的经验研究

　　考虑到基于最小二乘回归的各种估计方法使
用的是平均数指标，在目标群体有限、因变量分
布有偏的情况下，由此估算得到的经济效应误差
较大，结果也不稳健，因此我们选择无条件分位
回归来估算最低工资制度的收入效应。根据前述
经验研究特别是采用荟萃分析方法所得出的结

论，微观数据库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验
研究的结论。我们对本文所使用的微观数据库从
时间、空间和数据质量三个方面进行了简要的介
绍，并详细阐释了数据预处理过程。基于这些数
据，我们首先测算出收入分布上各点关于最低工
资的弹性值，然后根据不同收入分位点对应的弹
性值的符号和大小，讨论最低工资制度的收入效
应及其在各子群体间的差异。

（一）计量模型：从有条件分位回归到无条
件分位回归

分位回归是由康克和巴西特提出的，是与最
小二乘回归相对的一种求解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

关系的回归方法。［６８］不同于最小二乘回归追求拟
合模型与真实数据之间的均方差最小，分位回归
关注的是某一分位点对应的拟合模型与真实数据

之间的残差和最小。对任一随机变量Ｙ 来说，假

—１６—

① “在劳动力价格提高时，劳动力价格还可能降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当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不能补偿劳动力的加速的损耗时
总是发生这种情况。”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６００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设其 （右连续的）分布函数为：

Ｆ（Ｙ＝ｙ）＝Ｐ（Ｙ ≤ｙ） （２０）
则Ｙ 的τ分位点的定义是：

ｑτ＝Ｆ－１（τ）＝ｉｎｆ｛ｙ：Ｆ（ｙ）≥τ｝，

τ∈ （０，１） （２１）
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最低工资制度的收入效

应，估算的是对不同人群的作用的平均值。最低
工资制度针对的主要是收入在最低工资水平上下

一定范围内的中低层劳动者，而对高收入阶层的
影响比较小，对这两个群体进行简单平均会使估
计结果严重偏误。如果用基于最小二乘回归的各
类估计方法，则必须筛选数据，着眼于低收入人
群，这也是目前大部分研究关注最低工资制度对
贫困率和对特定弱势群体，如青少年、女性等的
影响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思路会缩小样本量，
样本本身也变成有偏的，更容易违背最小二乘回
归的前提条件———同方差性、不相关性，而且估
计结果可能直接依赖于低收入、贫困线等的
定义。
分位回归可以将特定人群分离开来，分别考

察最低工资制度对各个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估
算的结果稳健性更强。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考
察估算结果随着分位点的移动的连续变化，挖掘
出更多信息，譬如最低工资的波纹效应。［６９］

分位回归有条件分位回归和无条件分位回

归两种。将因变量ｙ关于自变量ｘ的条件τ分
位点和无条件τ分位点分别记为Ｆ－１

ｙ｜ｘ（τ｜ｘ）和

Ｆ－１
ｙ （τ｜ｘ）， 则它们的定义可写为：

Ｆ－１
ｙ｜ｘ（τ｜ｘ）＝ｉｎｆ｛ｙ｜ｘ：Ｆ（ｙ｜ｘ）≥τ｝，

τ∈ （０，１） （２２）

Ｆ－１
ｙ （τ｜ｘ）＝ｉｎｆ｛ｙ：Ｆ（ｙ）≥τ｜ｘ｝，

τ∈ （０，１） （２３）
条件τ分位点回归中最低工资变量的系数反

映的是最低工资对其他自变量，譬如行业，划分
出的子群体中收入的τ分位点的平均影响，而不
能得出它对整体收入分布的影响。因此，条件分
位回归主要用来分析二元自变量和分解模型［７０］，
针对多元／连续自变量分析整体影响，必须借助
无条件分位回归。
目前，无条件分位回归模型也有两种。一种

从形式上看可称为两步法。它先利用条件分位回
归得到自变量关于因变量的条件分布，再求出因

变量与这一条件分布相一致的边际密度函数，将
条件分布关于该密度函数积分估算出自变量的一

个无条件分布。［７１］这个方法的弱点在于该边际密
度函数很难求得。除非假设自变量服从某个特定
的分布，否则，该方法只能处理二元自变量和取
值有限的离散变量，如性别、是否加入工会、受
教育程度等，而无法估算如最低工资水平这样的
连续变量。［７２］这里，我们主要采用第二种无条件
分位回归模型———由费波尔等提出的影响函数
模型。［７３］

在自变量服从的分布只发生整体位移，而不
会发生形状变化的假设之下，费波尔证明了如下
等式：

ｄＦ－１Ｙ （τ｜ｘ）
ｄｘ ＝∫

ｄＥ［ＲＩＦ（ｙ；ｑτ，Ｆｙ）｜ｘ＝ｔ］
ｄｘ

·

ｄ　Ｆｘ（ｔ） （２４）

其中，中 心 影 响 函 数 ＲＩＦ（ｙ； ｑτ， Ｆｙ）＝
ｑτ＋ＩＦ（ｙ；ｑτ，Ｆｙ），影响函数ＩＦ（ｙ；ｑτ，Ｆｙ）＝
［τ－１（ｙ≤ｑτ）］
ｆｙ（ｑτ）

，ｆｙ（·）为因变量ｙ的密度函数，

１（·）为指示函数。
建立一个自变量ｘ 与ＲＩＦ 函数之间的计量

模型：

ＲＩＦ（ｙ；ｑτ，Ｆｙ）＝ατｘ （２５）

由式 （２４）可知，回归得到的ατ 就是无条
件分位系数。
理论上可以直接根据回归系数来推断ｘ对ｙ

的τ分位点的影响，但如果能进一步计算出相应
的弹性值，会更为直观。杜布证明了如下模型：

ＲＩＦ（ｙ；ｑτ，Ｆｙ）＝βτｌｎｘ （２６）

其中，ｙ 的τ分位点关于ｘ 的弹性εｑτ，ｘ 可由式
（２７）近似地计算出来。［７４］

εｑτ，ｘ ＝
ｘ
ｑτ
ｄＦ－１

ｙ （τ｜ｘ）
ｄｘ ≈ βτ

ｆｙ（ｑτ）
（２７）

在估算最低工资制度收入效应的回归模型

中，除了家庭收入变量之外，还需要加入一系列
控制变量以满足独立性假设。我们引入了常见的
个人特征变量、区域特征变量和时间效应。个人
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
平、是否为党员及是否为少数民族；区域特征变
量包括各省及直辖市的失业率、人均ＧＤＰ和总
人口；时间效应对应着一组５个年份二值虚拟变

—２６—



量 （除去２０１２年）。ＣＧＳＳ调查除了期初，其他
年份不公布城市信息，尽管我们已使用模糊匹配
的方法让收集的最低工资数据尽量接近市级的情

况，但计量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只能是省级。最终
的无条件分位回归模型为如下形式：

ＲＩＦ（ｙｉ，ｔ；ｑτ，Ｆｙｉ，ｔ）＝βτｌｎ（ＭＷｃ（ｉ），ｔ）＋
Ｉｉ，ｔΓτ＋Ｓｐ（ｉ），ｔΦτ＋Ｙｉ，ｔΛτ，ｔ＋ετ，ｉ，ｔ

（２８）
其中，下标τ，ｉ，ｔ分别代表分位点、样本

编号和年份编号，ｐ（ｉ）和ｃ（ｉ）分别为第ｉ个样本
对应的省份和城市编号；Ｉ为一组个人特征变量，

Ｓ为一组区域特征变量，Ｙ 为一组年度特征变量，

Γ、Φ 和Λ 则分别为Ｉ、Ｓ和Ｙ对应的系数矩阵；

ετ，ｉ，ｔ 为误差项。特别地，区域特征变量中的年
底总人口和人均ＧＤＰ取对数形式。

（二）数据预处理：ＣＧＳＳ调查数据与最低工
资数据的模糊匹配

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导的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开始于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为该项目的第一期，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为该项目
的第二期。它的调查范围覆盖全国２８个省份和
直辖市中的４８０个村／居委会，总样本量约为

１２　０００。为了更好地反映社会变迁，第二期的调
查样本在保持第一期４８０个村／居委会不变的基
础上重新抽取了５０％的家庭和个人样本。
分析最低工资对收入的影响，不仅需要有高

质量的收入数据进行反事实估计，还要考虑西尔
维娅等强调的空间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７５］，要
求数据的地理跨度要广、时效性要强，企业层面
的微观调查数据库并不适合最低工资经济效应的

经验分析。ＣＧＳＳ有２００３、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２年６组调查数据，包含２８个省和
直辖市，且具有很低的收入数据缺省率。① 分析
最低工资制度的实际影响，常用的是家庭收入数
据以充分反映个人购买力的变化［７６］，但对特殊
群体进行分析时必须使用个人收入数据以排除其

他群体的影响，ＣＧＳＳ的收入数据中既包含个人
收入也包含家庭收入。因此，综合来看，ＣＧＳＳ
是比较适合我们的经验分析的。接下来我们根据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全部６组数据来估算最低工
资制度的收入效应。
在估算最低工资对收入的影响时，需要考虑

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户口类
型、婚姻状况、民族、政治面貌和受教育程度。

ＣＧＳＳ问卷中询问的是受访者的出生年月，我们
根据问卷调查的时间将其转化为受访者的年龄。
民族、政治面貌和婚姻变量都采用二分形式 （采
取０－１赋值），只区分是否为汉族、是否为党
员、是否已婚。教育变量反映教育水平，而非教
育年限。６份数据中教育水平的赋值并不完全相
同，我们根据２００８年问卷的分类对它们进行统
一处理。我们还对样本进行了筛选，只保留既有
工作意愿又有工作能力的有效劳动力群体。为了
排除部分不受最低工资影响的劳动力群体，我们
删除了男性年龄超过６０岁，女性年龄超过５５
岁，所有年龄未达到１６岁，以及离退休、丧失
劳动能力和主动为家庭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样本。
为了保证下文基于家庭收入和个人收入的分

析具有一致性，我们只保留两类收入数据皆有效
的样本。表１列出了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量和有
效样本中个人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性质。从表
中我们可以看出，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２年，被调查者
的个人特征变动不大，说明各年的数据具有纵向
可比性。
目前，国内最低工资水平没有统一的标准，

各省自行确定分级标准，各市再选择自己所属的
级别，并依情况在此基础上适度浮动，因此研究
我国最低工资制度，使用市级最低工资水平较为
准确。我们使用的最低工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
劳动资讯网和各省及地方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发布

的关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政府公告，适用时间
统一以政府公告指定的执行日期所在年份为准。

ＣＧＳＳ调查出于对受访者隐私的保护，只在各期
的头一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公布受访者所在的省份
和城市，其他年份只公布省份及所在城市的类型
（城市／农村），因此无法将这些年份中的个人特
征数据与市级最低工资数据进行精确匹配，只能
根据各期期初公布的信息推测其他年份的情况。

—３６—

① ＣＧＳＳ的 （个人和家庭）收入缺省率在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间分别为１５．３７％ （９０６／５　８９４）、８．９８％ （９３１／１０　３７２）、１３．６４％ （１　３８５／

１０　１５１）、２２．９％ （１　３７４／６　０００）、１９．１１％ （２　２５２／１１　７８３）、１５．１６％ （１　７８３／１１　７６５）。



尽管可能存在一些误差，但比使用估算的省级最
低工资水平要好。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对

２０１０年 （第二期期初）的个人特征数据与最低
工资数据同时采取了城市与城市相对应的精确匹

配模式和城市类型与城市类型相对应的模糊匹配

模式。图３是这两种情况下对数家庭收入与对数
最低工资的散点图，可以看到它们的散点分布在
很多地方相互重合，回归得到的两条线性拟合线
几乎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在模糊匹配基础上做
出的经验分析应与真实情况相近。

表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个人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性质

Ｎ 男性 年龄 城市户口 已婚 汉族 党员 教育 个人年收入 家庭年收入

２００３　 ３　２８１
０．５６
（０．５０）

４０．２７　
（９．６４）

０．９４
（０．２４）

０．８７
（０．３４）

０．９４
（０．２３）

０．２１
（０．４０）

５．８６
（２．２２）

１１　５７９．６８
（１３　３７６．４４）

２６　１３５．８３
（４６　３１２．９６）

２００５　 ５　８０７
０．５３
（０．５０）

３８．５５　
（９．６０）

０．４５
（０．５０）

０．８８
（０．３３）

０．９４
（０．２４）

０．１０
（０．２９）

４．７０
（２．３０）

１０　０１７．６２
（１４　０１２．６８）

２０　９７０．８０
（３８　７６９．１８）

２００６　 ５　５９３
０．５４
（０．５０）

３８．４５　
（９．８６）

０．４２
（０．４９）

０．８５
（０．３６）

０．９３
（０．２６）

０．０８
（０．２８）

４．７３
（２．２６）

１０　９１８．８６
（１７　６２５．９９）

２５　５９８．５４
（１５２　９４７．５）

２００８　 ３　７９６
０．５５
（０．５０）

３７．７７
（１０．２１）

０．４７
（０．５０）

０．８２
（０．３９）

０．９３
（０．２６）

０．１０
（０．３０）

５．２３
（２．６１）

１６　０４２．８２
（３３　１０３．９６）

３３　０９６．７６
（６２　０２９．８９）

２０１０　 ５　９１５
０．５７
（０．５０）

４０．０９　
（９．９４）

０．４５
（０．５０）

０．８５
（０．３６）

０．９０
（０．３０）

０．１２
（０．３３）

５．１６
（２．６２）

２３　８６４．５１
（９９　９１８．４６）

４７　３３８．２７
（１２３　６２５．２）

２０１２　 ５　９８８
０．５９
（０．４９）

４０．３９
（１０．２０）

０．４３
（０．５０）

０．８４
（０．３６）

０．９０
（０．２９）

０．１１
（０．３２）

５．３７
（２．６８）

２６　５４６．８３
（３９　３４５．６５）

５６　６６５．１４
（７３　０７２．６５）

注：（１）表中未加括号的数字表示变量均值，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变量方差。数据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２）ＣＧＳＳ２００３中只

调查了城市，之后才纳入农村样本，因此２００３年的数据中城市户口、党员和教育等指标的取值高于其他年份。

图３　不同匹配方法下对数最低工资与对数收入的分布

模糊匹配的具体步骤是：（１）收集各期期初
公布的覆盖地区在各调查年份的最低工资数据，
包括各年各省有几种最低工资标准，具体金额是
多少。（２）根据期初与城市变量一起公布的城市
类型变量，结合实际情况，将这些地区划分为城

市／农村两类，并以省为单位，利用简单平均的
方法计算各省内不同类型的城市在各调查年份对

应的最低工资水平的估计值。（３）利用调查数据
中的省份变量和城市类型变量，将个人特征数据
与最低工资估计值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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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条件分位回归结果：家庭收入与个
人收入、年轻人与女性
我们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６组ＣＧＳＳ数据来估计模

型 （２７），表２列出了家庭收入和个人收入分别对应
的第２５、５０和７５分位点的结果。从表２可以看出：
（１）对数最低工资的系数全为正，说明最低工资有
正的收入效应。（２）个人收入对应的男性变量的系
数显著为正而相应的年龄变量的系数则显著为负，
且二者的绝对值都随着收入分位点的上升而下降，
这与本文的理论模型一致。底层劳动力市场上的收
入主要由劳动时间决定，而相较于其他群体，男性
和年轻人能承担更多的超时劳动，因此个人收入更
高。性别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很小，这是因为中低收

入家庭一般有两个及以上的就业人员，家庭收入等
于男性和女性收入之和。（３）婚姻状况对两种收入
都有显著正影响，但它对底层劳动者个人收入的正
效应尤其明显，这也间接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模型。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已婚劳动者面对的生存
压力更大，因此给定劳动价格，他们更依赖于超时
劳动带来的额外收入。（４）汉族、党员身份和城市
户口对两种收入均有显著正影响。（５）教育对收入
有促进作用。（６）当地失业率对两种收入都有显著
负影响。（７）当地人均ＧＤＰ和总人口只对底层劳动
者的个人收入有显著负影响，而对中高层劳动者的
两种收入均有显著正影响，对其家庭收入的正效应
尤为明显。

表２　 家庭年收入和个人年收入对应的２５、５０和７５分位点上无条件回归系数

家庭年收入 个人年收入

２５分位点 ５０分位点 ７５分位点 ２５分位点 ５０分位点 ７５分位点

常数 ４．５４２　１＊＊＊ ２．８６８　１＊＊＊ －２．７１２　５＊＊＊ １．９５５＊＊＊ ２．７３８＊＊＊ ０．１８６　２　

对数最低工资 ０．６５０　１＊＊＊ ０．５０８　７＊＊＊ ０．４４８　２＊＊＊ １．５５０　２＊＊＊ ０．５０４　６＊＊＊ ０．３１３　０＊＊＊

个人特

征变量

男性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２　９　 －０．００１　７　 ０．５２３　５＊＊＊ ０．２１８　２＊＊＊ ０．２０５　８＊＊＊

年龄 －０．００７　１＊＊＊ －０．００６　７＊＊＊ －０．００７　３＊＊＊ －０．０１０　７＊＊＊ －０．００５　４＊＊＊ －０．００４　１＊＊＊

汉族 ０．１０５　７＊＊＊ ０．０６７　５＊＊＊ ０．０２４　０＊＊＊ ０．２０８　０＊＊＊ ０．０７９　３＊＊＊ ０．０３８　６＊＊＊

已婚 ０．１８７　０＊＊＊ ０．１３８　４＊＊＊ ０．１８７　０＊＊＊ ０．４６７　９＊＊＊ ０．２１１　４＊＊＊ ０．２０３　９＊＊＊

党员 ０．０７９　４＊＊＊ ０．０８３　５＊＊＊ ０．１１６　９＊＊＊ ０．１６９　８＊＊＊ ０．０８３　２＊＊＊ ０．１００　５＊＊＊

教育 ０．０４８　３＊＊＊ ０．０６４　８＊＊＊ ０．１１８　８＊＊＊ ０．０８４　６＊＊＊ ０．０６６　２＊＊＊ ０．０９１　７＊＊＊

城市户口 ０．２３３　９＊＊＊ ０．２０６　１＊＊＊ ０．１５１　１＊＊＊ ０．５７３　０＊＊＊ ０．２０９　７＊＊＊ ０．１２９　４＊＊＊

区域特

征变量

失业率 －０．０２５　６＊＊＊ －０．００９　２＊ －０．０３４　４＊＊＊ －０．０４９　８＊＊＊ －０．０１６　１＊＊＊ －０．０２０　３＊＊＊

对数人均ＧＤＰ －０．００７　８　 ０．２８２　５＊＊＊ ０．８４５　４＊＊＊ －０．３５８　２＊＊＊ ０．２１３　１＊＊＊ ０．５７３　３＊＊＊

对数总人口 ０．０１６　５＊＊ ０．０４６　９＊＊＊ ０．１０２　１＊＊＊ －０．０６２　５＊＊＊ ０．０２７　４　 ０．０６９　６＊＊＊

年度特

征变量

２００３　 ０．２３０　８＊＊＊ ０．２１１　３＊＊＊ ０．３９５　０＊＊＊ ０．６８９　１＊＊＊ ０．２２７　８＊＊＊ ０．２１７　１＊＊＊

２００５　 ０．０３８　０＊＊＊ ０．１１６　６＊＊＊ ０．２８２　５＊＊＊ ０．２６０　５＊＊＊ ０．１６９　８＊＊＊ ０．２２６　２＊＊＊

２００６　 ０．０２８　７＊＊＊ ０．０４５　８＊＊＊ ０．１７４　７＊＊＊ ０．１８８　５＊＊＊ ０．１１３　１＊＊＊ ０．１３５　４＊＊＊

２００８　 ０．０６７　６＊＊＊ ０．０４３　５＊＊＊ ０．０２８　６　 ０．０３０　１　 ０．０６９　８＊＊＊ ０．０５３　１＊＊＊

２０１０　 ０．１２３　３＊＊＊ ０．０５６　２＊＊＊ －０．００９　８　 ０．２２８　５＊＊＊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１４　４　

注：＊＊＊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将对数最低工资的系数代入公式 （２７），可估
算出在各分位点收入关于最低工资的弹性 （以下
简称为 “收入弹性”）。图４列出了个人收入和家
庭收入对应的第５至第９５所有分位弹性值，可以

看到：（１）它们都随分位点的增加而下降。
（２）低分位点对应的弹性值显著为正，且大于高
分位点。这表明对于底层劳动者，无论是个人收
入还是家庭收入，都因最低工资的不断提高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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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３）高分位点对应的弹性值不断趋于０，且
并不显著为负。这说明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并未对
高收入人群产生显著负面影响①，但它仍能有效地
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从而缩小不同群体之间
的收入差距。从整体趋势来看，家庭收入与个人
收入对应的估算结果相差不大。

①　高收入人群可能既有劳动所得也有资本所得，这就意味着最低工资对利润的影响也可能很有限。

图４　收入关于最低工资的弹性

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家庭收入关于最低工资
的弹性值波动更剧烈，这是因为底层家庭中往往有
不止一位的低收入劳动者。工资越低，就会逼迫越
来越多的人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加入劳动力市场。机
器的资本主义应用 “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那些工
人阶层受资本的支配”［７７］（Ｐ４６９），因此最低工资制度对
底层劳动者所属家庭的影响比其个人更大。
目前关于最低工资的很多研究都是针对特殊

的子群体，如年轻人、女性。在中国，这些人也
是构成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他们在就业市场最没
有话语权，拿的往往是行业最低薪，也最容易受
到最低工资制度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探讨最低工
资制度对他们的影响是否显著不同于其他群体。
根据表２，我们注意到在研究特定群体时，使用
个人收入变量比家庭收入变量更恰当。图５和
图６分别列出了女性和２５岁以下年轻人的个人
收入弹性，为了比较的方便，还同时做出了针对
全体样本计算的结果。
女性和年轻人这两个子样本具有与总体样本

相同的递减趋势，但其收入弹性值的变化幅度无
疑都比总体样本更剧烈。低收入阶层的女性对应
的个人收入弹性值稍大于样本总体，取值约为

１～２，而高收入阶层的女性对应的弹性值又稍小
于总体，甚至在收入阶层顶端出现了负弹性的情

况。相较而言，低收入阶层的年轻人对应的收入
弹性显著地高于总体，取值达到３～７，高收入
阶层的年轻人对应的收入弹性则与总体几乎完全

一致，并没有出现显著负值。这说明最低工资制
度对不同群体中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存在差异，
不能一概而论。

图５　女性个人收入关于最低工资弹性

图６　２５岁以下年轻人个人收入关于最低工资的弹性

（四）稳健性检验：内生性和交互效应
无条件分位回归相较于传统最小二乘回归最

大的优势便是其稳健性，但是由于本文研究的问
题具有特殊性，在此仍有必要从两个方面对计量
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运用计量模型测度最低工资对收入的影

响需要考虑内生性。理论上说，最低工资水平的提
高可能与收入的普遍上涨有关，而不是相反。但从
政策上看，我国市级最低工资水平是综合考虑了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业状况和物价指数等因素
之后确定的，并不直接与劳动收入挂钩。在数据层
面，最低工资与省级特征变量和时间效应高度线性
正相关也说明了这一点 （参见表３）。因此，内生性
问题对本模型的最终结果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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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对数最低工资、对数人均ＧＤＰ和两种对数收入的相关系数矩阵

对数最低工资 失业率 对数人均ＧＤＰ 对数总人口 时间效应

对数最低工资 １

失业率 －０．３８３　８＊＊＊ １

对数人均ＧＤＰ　 ０．９０９　４＊＊＊　　　 －０．４３０　２＊＊＊ １

对数总人口 －０．１２０　０＊＊＊ －０．００５　３＊＊＊ －０．２０９　３＊＊＊ １

时间效应 ０．８３８　５＊＊＊ －０．２５７　８＊＊＊ ０．８５６　９＊＊＊ －０．０２０　０＊＊＊ １

注：＊＊＊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其次，最低工资对收入的影响还可能与其他
解释变量，如性别和年份形成交互效应。由图７
可知，在引入对数最低工资与性别变量和一组年
度变量的交互项之后，回归结果与实线代表的原
模型相比并没有显著区别。由此说明，交互效应
对最终结果的影响也较小。

图７　基于个人收入数据对交互效应的检验

四、结论

学术界针对最低工资的争论长期集中于它对

就业的影响上，但我们认为在中国分析最低工资
制度应关注更能反映底层劳动者的收入效应问

题。已有研究表明，基于不同假设所做的理论分
析存在完全对立的分歧，经验研究的结果也因受
数据质量和计量方法的影响而相差很大。我们基
于鲍尔斯的劳动榨取模型，构建了一个分析最低
工资制度收入效应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从短期、
中长期和长期三个角度讨论最低工资制度的建立

和不断调整对劳动者收入的可能影响，得出在一
定条件下，最低工资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还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实现社会的帕累托改
善。但是，如果最低工资水平超过一个合理的上
限，也会给经济带来负担。因此，不能抽象地分
析最低工资制度的经济效应，而必须从现实
出发。
我们运用无条件分位回归方法进行了经验分

析，发现最低工资的不断调整显著提高了底层劳
动者的收入。最低工资每提高１０％，底层劳动
者的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都能增加１０％左右。
此外，相较于样本总体，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年轻
劳动者和女性劳动者，从最低工资的提高中获益
更多。尤其是年轻劳动者，最低工资每提升

１０％，其个人收入可以增加３０％～７０％。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于２０１３年发表的 《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了 “十二五”期间最低
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则进
一步强调要 “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我们的研
究说明这些规定具有现实基础。本文的分析还可
以扩展到以下几个问题：最低工资制度对不同群
体的作用机制存在哪些细微的差别？既然最低工

资制度能切实提高底层劳动者的收入，那么它究
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当前日益扩大的收入

不平等问题？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多少时，它对
经济中长期和长期的促进效应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在中国，它的合理上限又是多少？对上述问题的
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理解实行最低工资
制度的现实意义，也能指导政府科学地确立最低
工资水平，充分发挥最低工资制度在调整收入分
配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上的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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